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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於 1979 年開始接觸美國研究，先後相繼從事美國、歐盟、東南亞、亞太、拉丁美洲

和澳紐的研究或教學工作，在台灣的國際或區域研究學界有相當的參與及觀察經驗。

同時為了工作所需，在研究所開設一門「國際暨區域研究方法」，針對從事國際或區域

研究的學生提供一些與方法相關的個人所思。本文以個人研究教學和所收集資料，對

區域研究(尤其是東南亞研究)的探討對象、目的和參與者群做一重新界定和檢討，並

從觀念(concepts)和研究策略(research strategies)兩個層面闡述個人在相關教學(尤其是研

究方法)上的理念。最後並對個人所推介的數個研究方法領域，做一概要的檢討。 

 

 

2024 年臺灣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1 

 

區域研究需要研究方法嗎？我在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任教時，曾經主持過一

個有關研究方法的工作坊。我開宗明義即引用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是知(智)也」，來闡釋研究方法的真諦。一個好的研究方法，是能讓我們對

一區域找出我們應該也能夠知道的，同時也讓我們了解甚麼是我們不知道的。

這是我多年參與美國研究、東南亞研究、亞太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以及澳紐

研究的研究與教學後，所悟出的道理。 

到底甚麼樣的研究方法可以讓我們對一區域或國家找出我們知或不知的地方

呢？區域研究有何特別之處，它需要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嗎？這是學界爭論不

休的問題，也是本文想要回答的問題。本文是一個回顧(review)的文章，藉著回

溯我自己的學術生涯所目睹與遭遇的事物，來闡述台灣在特定國家與區域研究

上的歷程與發展，並就我較常接觸者，舉出區域研究方法所面臨的挑戰，從而

提出個人對區域研究方法的些許建議。 

台灣從很早即不乏對特定國家或東南亞等區域的專業研究者，不過若論及歐美

與區域研究的制度化，則是較為晚近之事。與國外如出一轍，我們也出現過許

多有關區域研究的學術性與是否需要研究方法的爭論，這是本文首先要探討的

問題。其次，本文從觀念與研究策略兩個層面來探究區域研究方法所面臨的挑

戰。接著即針對此二挑戰，舉出一些本人認為足資區域研究方法所參酌的次學

門領域，並對該些次學門所採取的研究趨向與方法做一闡述。結語部分則提出

一些感言與額外建議。 

甚麼是區域研究? 

由於中文的概括特性，我們通常不會去注意區域研究 (area studies)和區域的研

究(studies of area)之差異。根據 edX 的區域研究線上課程，區域研究是一個科技

整合/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領域，專注於探討並了解全球特定的地理區

域或文化地區。這個學門彙整各個包括歷史、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和語文

等的成分，針對特定區域以洞悉其人民、文化、歷史和當代議題。edX 在形容

主修區域研究者的工作前景時，它是這麼說：「透過區域研究學程獲得的跨學科

知識和跨文化技能在各領域都有用。」具有區域研究背景的人可以從事的職業

可能包括：外交官、國際關係專家、駐外記者，以及學者(edX, 2024)。而區域

的研究呢？通常是指在更廣泛的背景下對特定領域的分析，通常強調量化或空

間方面。他可能涉及地理或城市研究的方法，專注於數據驅動的見解而不是跨

學科整合(Busse et al., 2024; Mehler and Hoffmann, 2024)。在研究方法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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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則在於研究的議題，譬如要研究泰國的河川整治，我們可能會採取水利

工程的研究方法，也可能會採用交通管理的研究方法。美國的亞洲研究學會

(AAS)和我國的東南亞研究學會，都是廣納區域的研究者的組織，只要研究主題

與亞洲或東南亞有所關聯者，即可加入這些學會，並參加其所召開的年會。反

之，區域研究講求專注，如果對一個區域無所不包，一來力有未逮，二來也會

使得老師與學生均無所適從。所以本文要論及的研究方法，就限定於典型區域

研究。 

所以，這裡牽涉到多元學科(multidisciplinary)和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差異。

多元學科涉及多個學科獨立解決一個共同問題，每個學科都從自己角度做出貢

獻。其研究結果是補充性的，而不是整合性的，維持了不同學科的界線。反

之，跨學科研究則需要跨學科協作來綜合知識，並對複雜問題形成統一的理

解。它鼓勵方法和概念的融合，通常會導致新領域的出現(NC State University, 

2020; George, 2024)。這就如同宗教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Religion)和宗教經濟

學(Religious Economics)的差異一樣。前者專注於應用經濟理論和方法來理解宗

教行為及其對經濟成果的影響—研究宗教如何影響經濟成長、個人行為和市場

動態，通常從亞當‧斯密和馬克斯‧韋伯等歷史觀點出發。後者則通常與前者

重疊，但強調宗教組織本身的經濟面—研究宗教機構如何在市場框架內運作，

解決競爭和資源分配等問題(Lee and Do, 2022; Al Fozaie, 2023)。 

我在東南亞研究所(後來隸屬於亞洲研究所)任教時，時常被學生問到一些問題：

東南亞研究是在做些甚麼？學東南亞研究的人可以做些甚麼工作？這是他們，

尤其是他們的父母最感疑惑的。有的學生會說，他們的大學同學進入了企管研

究所，也是在做「東南亞」方面的研究，那跟我們的研究所有何不同呢？也就

是說，企管 MBA 和區域研究訓練有何不同呢？畢竟兩者都是側重跨學門的訓

練。根據美國西北大管理學院的說明，MBA 課程通常包含實踐項目，例如諮詢

項目、模擬和實地考察，以將理論知識應用於現實世界的商業問題。許多 MBA

課程也都包含全球沉浸式課程，讓學生能夠訪問其他國家並親身體驗不同的商

業實踐。同時，一些 MBA 課程使用模擬和練習來反映現實世界的商業場景，鼓

勵學生在競爭環境中運用他們的技能。相對而言，區域研究的訓練較著重對區

域的深入研究和分析，通常涉及實地考察和語言培訓。學生通常需要沉浸在所

學習區域的語言和文化中，這可能需要在國外長期生活，有助於他們深入了解

該地區的歷史、政治和經濟。區域研究課程可能包括實地考察和實習，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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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環境中應用他們的知識。而與 MBA 課程較注重個案分析和討論不同的

是，區域研究課程的教學方法更依賴授課和討論來涵蓋該地區相關的廣泛主

題，這種方法有助於學生全面了解該地區的複雜性。區域研究課程的體驗是在

於讓學生發展深入的區域專業知識，這對對外政策、外交和國際商務的職業生

涯非常有價值。它亦培養文化敏感度和理解，這對於在國際環境中有效工作至

關重要(Northwestern Kellogg, n.d.)。總之，MBA 課程通常透過客戶專案和模擬

專注於實務技能與現實應用。反之，區域研究課程強調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語

言培訓和文化沉浸，這對於了解特定區域和在特定區域工作至關重要。 

我們今天所接受與了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學科，乃至於文學與藝術等人文

學科，大部都是以歐美國家為藍本所發展出來的學術領域。譬如以我自己主修

的經濟學來說，當我在國內修習時，總是覺得窒礙難行、無所適從。後來當我

去美國讀書時，透過與當地人與物的接觸，才真正領悟到經濟學的真義。我們

談到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時，通常都會指述他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 1776)，但它實與道德哲學深深交織在一起，特別是在他早期的著作

《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亞當‧斯密是蘇格蘭

人，蘇格蘭人以正直、嚴守社會規範聞名。譬如他在談供需時，以豬肉屠夫為

例，豬肉販衡量每天的市場需求，然後屠宰適量的豬隻以提供顧客，因此達到

市場的均衡。其背後隱含的道德規範，就是豬販絕不會販售病死豬，這也隱含

在日後經濟學的供需法則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樣的法則應用至其他地區，尤

其是發展中的區域，可能就不是那麼適合。不要說病死豬的販售，譬如海洋保

護協會在 2017 年的報告裡指出，「印尼、中國、菲律賓、泰國和越南丟入海洋

的塑膠，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加總還要多」(黃維德，2018)。更遑論近年來因中

國政府對製造業的大幅補貼所造成國際貿易市場的混亂情形。這些都可能需要

另類的經濟學才能加以合理解釋。 

所以，區域研究基本上是一種比較研究。一般的區域研究都會有一個比較對

象，可能是一個或某些(區域內或區域外)特定國家或其他地區，可能會在研究中

明確界定，也可能隱而不言，這將有助於凸顯該研究區域的特質。譬如 Alfred 

Wallace 的經典著作 The Malay Archipelago (1869)，除了描述其在馬來西亞、新

加坡、印尼和新幾內亞的自然生態之探險外，也特別建立專章描述當地的人

種，他們的長相面貌、性格、生活習俗等，並做相互的比較(Wallace, 1869)。 

那麼，區域研究是怎麼出現的？根據《大英百科全書》，今天的區域研究起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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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歐洲強權的殖民擴張，當時學術界為了更瞭解殖民地的語言、文化和

社會組織所做的一些努力，同時也希望有助於殖民政府與企業在當地的經營與

管理。就此而言，區域研究乃是受到商業和政治利益所驅使，並把對遠古文

明、族群符號、社會遺產或外國語言的研究視為擴張西方科學之過程的一部

份。十八世紀歐洲各國開始在首都的博物館裡展示「異國」文化的寶物和藝

術，到了十九世紀即開始於歐洲大學裡開設殖民研究的課程。在美國，區域研

究的科技整合中心則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出現，他們於二次戰後因美國全

球霸權的興起而蓬勃發展。對亞洲、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社會的加深瞭解，

被視為冷戰時各強權爭取地方政權，尤其是開發中地區的支持之當務之急。而

在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之後，基於安全考量又再次興起了對外國文化的研究

熱潮(Mehler and Hoffmann, 2024)。 

另一方面，那些被研究探討的區域內部則興起了一片斥責之聲，最有名的是

Edward Said 所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Said, 1978)，對西方所建構

的「東方」(Orient)予以嚴厲的批判，他認為區域研究是針對「他者」(other)表

達一種帝國主義和居高臨下的世界觀。另外，後殖民主義研究亦對區域研究的

歐洲中心傾向予以嚴厲的批判(譬如見 Fisher-Tiné, 2010)。基於此，區域研究的

研究對象勢必要做一重新界定，對非西方社會的學術探討成果有需要做一全面

的重整。如此乃出現了後殖民研究的一系列思潮，他們嚴厲批判主流西方學術

做法是過去國際殖民體系的延伸。這些批判主要是在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領

域，不過也及於社會和政治科學。 

台灣系統性的區域研究，始於 1970 年代。11969 年 8 月，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

長倡議於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下籌設美國研究中心，並於 1972 年正式

成立。1973 年美國研究中心改設為美國文化研究所，隸屬中央研究院，同時也

成立了「中華民國美國研究學會」。2我於 1979 年進入美國文化研究所擔任研究

助理，並於次年擔任美國研究學會的執行秘書。另外淡江大學則於 1969 年成立

美國研究室，1971 年於歐洲研究所設立美國組，並於 1974 年分離出來成為美

國研究所(淡江大學機構典藏, n.d.)。戰後興起的美國研究被稱為新美國研究

 
1 在此之前，分散與個人的區域研究當然是存在著，不過成立正式機構以從事區域研究者，則

為較晚近之事。 

2 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簡史〉

(https://www.ea.sinica.edu.tw/Content_BookMark.aspx?pid=3&uid=5, 2024/3/30 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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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merican Studies)，有別於 18 世紀美國之為歐洲國家殖民地而成為被研究

的對象。新美國研究並不被認為是區域研究，因為如前所述，區域研究的出現

是要提供國家(特別是其政府和政策決定者)權威性的知識，使國家得以擴張權力

並防衛其地緣政治利益，所以區域研究與對外政策有緊密的連結關係(另見

Bové, 2013)。反之，從新美國研究推動者—美國的角度來看，3美國研究可被理

解為美國政府獲取國內寧靜的一個機制，以更有效地運用其實質和象徵性的經

濟資源，達成基本的任務以與國外競爭 (Bové, 2013: 50)。 

雖然美國研究不被認為是傳統的區域研究，但中央研究院以及淡江大學的成立

專責機構，對帶動國內的區域研究之功是無可諱言的。美國文化研究所(後來改

名為歐美研究所)一直是院內的爭論焦點之一，因為中央研究院自詡為國內基礎

學門的最高研究機構，對這個顯然非屬基礎學門的研究所當然會感覺不相容，

所以一直有將其回歸為研究中心的聲音。1990 年代成立的東南亞研究計畫後來

併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也正符合上述批評者的心意。 

至於淡江大學，也不乏內部批評的聲音。起先是基於淡大創辦人張建邦先生的

教育理念，他目睹美國等先進國家美國研究及區域研究的興起，並給予該校外

語科系學生另一個深造的機會，乃首先創立了歐洲和美國研究所，後來並陸續

開設日本、俄羅斯以及拉丁美洲研究所，另外還設立了國際事務與戰略、中國

大陸以及東南亞研究所，並納入了後來成立的國際研究學院裡。這是一個疊床

架屋的設計，第一，既然成立了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顧名思義，即應涵括

了所有國際與區域研究，那麼除了歐洲、美國、日本和大陸研究所之外，其他

都可在戰略所之下成立相關學程即可。如前所述，許多新進來的研究生都曾表

示他們的困惑，他們在選考研究所時都有些不知所措之感。此外，淡江大學還

在外語學院設立另一個日本研究所，當然研究取向是偏向文化與語言，不過這

又造成新進研究生的另一個困惑。校方曾經進行一番改組，將某些研究所合

併，當時我們許多老師也曾提出包括改設學程及合併兩個日本研究所的建議，

可是都未被校方接受。這實牽涉到國際研究學院的另一個問題，雖然國際與區

域研究所的設立是創辦人的理念，但其接班人並不認同，認為它們都是賠錢的

東西，所以合併成越少的研究所越好，因為可節省掉所長和所助理的名額，故

 
3 後述中央研究院藉由中美基金以成立美國文化研究所之事，即清楚顯示美國政府想在台灣推

動美國研究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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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教授獨立治校」是不存在的。4這也凸顯了區域研究的另一個困境，就是

在取得研究經費上的困難。5 

我在 1990 年代中期擔任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發行的《歐美研究》季刊執行編輯之

時，有一天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本京帶了一位教授 David R. Papke 來找

我。Papke 是一位華裔美籍學者，大學主修歷史，後來得過一個法學博士(J.D.)

和美國研究碩士，並取得密西根大學的美國研究博士學位(Papke, n.d.)。1980 年

代曾到淡大美國研究所擔任過客座一年，1990 年代李本京創辦了一份英文的美

國研究期刊(Tamkang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請當時在美國的 Papke 擔任

執行編輯，這次是趁他來台時特別帶他來找我討論期刊編輯的事宜。Papke 劈

頭就對我批評台灣的美國研究學界，說我們的美國研究之教學和研究根本就不

是美國研究，從在旁之本京老師的臉色就可知道，這是幾年前他找 Papke 來台

客座後即不斷與他爭論的問題。我確實能深刻了解 Papke 的批評，如果以國內

美國研究學者普遍存在的觀念—任何與美國有關的研究都是美國研究—來看，

那麼全世界自然、人文、社會科學沒有三分之一，也有四分之一的研究都與美

國有關，那不都是美國研究了嗎？我在後來從事東南亞研究時，也時常把

Papke 的話拿來警惕自己。 

無論如何，中央研究院設置美國研究的學門，目的顯然是要以全國最高研究機

構來推動國內的美國研究之風，不要忘了，當時的院長王世杰院士，正是 1948

年他擔任外交部長時代表我國在南京與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簽署「中美經濟援助

協定」。而淡江大學的創辦人張建邦，則是國民黨的中常委，並曾擔任過交通部

長，所以他創辦了不賺錢的歐洲、美國研究所，以及後來陸續成立的其他國家

或區域研究所，都是本著書生報國的心態。不過從研究者的角度來說，他們不

見得能體會這些國家決策者的心理，而且本著學術自由的精神，也不願被外國

人牽著鼻子走。所以發生在國外的有關美國等或區域研究的爭議，也同樣會發

生在國內。 

以我個人的遭遇來說，另一個提出對國內區域研究的批評者，是林耀福老師。

 
4 在我任職於東南亞研究所期間，校長即有三次硬性安插人事到所裡來，完全無顧所裡老師的

意見。 

5 我曾經去參加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所舉辦的 AAS 美西分區的年度會議，聽到該校亞洲研究

學程老師大嘆研究經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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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福老師也是美國研究(明尼蘇達大學)的博士，曾任台大與淡江大學的外語學院

院長。他也曾是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的兼任研究員，所以與我是老同事，後

來又成為淡江的同事。他曾跟我說，國內區域研究最大的問題是不懂得如何閱

讀。這我在教學、指導學生和審查或評論論文時，也頗有所感。我也曾經商請

耀福老師在所裡開設有關閱讀的課程，同時也在我的研究方法課程裡特別設置

了一個關於批判閱讀(critical reading)的單元。讓我舉海明威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海明威因視力不佳無法服役當兵，不過他在一戰時還是自願擔任救護車司機。

1918 年他擔任義大利紅十字會的救護車司機，7 月，他在奧地利迫擊砲火力中

受重傷，不過仍將一名士兵運送到安全地帶，從而獲得了義大利英勇銀勳章。

海明威的戰爭經歷使他反抗維多利亞時代複雜的散文風格，他發展了一種獨特

的現代風格，利用對話、動作和沉默來傳達意義，而不需要明確地陳述事物

(Putnam, 200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明威擔任戰地記者。他報導了諾曼

第登陸等重大事件，並參與了美國陸軍第 22 步兵團工作。儘管關於他參與直接

戰鬥行動存在一些爭議，但他在此期間的行為使其獲得銅星勳章(Caltrider, 

2023)。海明威透過個人哲學、新聞訓練以及簡單和清晰的承諾的結合，實現了

獨特的寫作風格。他的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認為，故事的深層意義不應該

從表面上顯而易見。反之，他專注於簡約風格，暗示文本表面下的大部份情感

份量。這種方法鼓勵讀者積極參與故事，自己解釋潛在的主題和情感(Baldwin, 

2024)。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文藝復興的奇葩達文西。達文西詳細的解剖學研究，使他

能夠在藝術中創造出高度準確和真實的人體表現，他的著名畫作《維特魯威

人》(Vitruvian Man)透過將人體刻在圓形和方形內來展示人體比例，作品展現了

他融合藝術與科學的能力，凸顯了人體型態的完美比例。與同時代的許多藝術

家嚴重倚賴經典文本並接受智慧不同，達文西強調直接觀察和剖析。他對健康

和患病的人體進行了三十多次解剖，這使他能夠製作出高度詳細和準確的人體

解剖模型。這種實證方法標誌著他對同代人的更具思辨性方法的背離，那些方

法經常是基於古代的權威而不是第一手的經驗(Head Girl’s Team Blog, 2018; 

Lester, 2011)。他的解剖學研究經常包括對身體各部位功能的深入了解，反映了

對生理學更深入的理解。例如，他探索了運動力學以及肌肉和骨骼之間的關

係，而其他人的作品則較少強調這一點，因為他們更關注理想化的形式而不是

功能解剖學(Bowen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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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對區域研究的實踐 

現在，讓我從個人的經歷舉兩個國際組織，看看他們是如何進行區域研究的，

一個是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另一個是國際女性主義經濟學會(IAFFE)。 

PECC 是 1980 年在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及澳洲總理 Malcolm Fraser 的倡議之下所

成立，集合思想家和政商界領袖，在非正式架構下討論並形塑亞太區域的特定

經濟議題之相關理念。PECC 逐漸擴大以至包含了 23 個正會員，一個附屬會員

和兩個組織會員，成員含括了多面向的經濟和地區，並在亞太區域的經濟合作

和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促使了官方的 APEC 論壇於 1989 年成立。PECC 維持

為 APEC 三個正式觀察員之一，對 APEC 部長會議和工作小組提供資詢和分析研

究上的服務，並促進民間部門在 APEC 正式程序上的參與(PECC, n.d.)。 

PECC 與 APEC 的成立還可追溯至 1968 年所開始的太平洋貿易及發展會議(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它是一個非正式的學術會議系列，

關注於太平洋貿易與發展的各種議題，以及該區域所面臨的重要經濟政策問

題。PAFTAD 提供了思想上與實際上的貢獻，它產生了關於區域經濟交易和整合

的想法，提供實證資料以支持或拒斥政策建議，並促進影響政策專家之間的辯

論。許多 PAFTAD 的參與者在各經濟體多少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他們

的想法和辯論即帶動了區域各經濟體之間的對話。這是區域研究的一個極佳典

範，透過一群有識之士的集思廣益，把一個地區當前值得關注的議題提綱挈領

地點出來，然後再由其他有關從事者接續延伸。這些有識之士在 APEC 區域是由

東協所首先推動，他們稱為名人小組(Eminent Persons Group, EPG)，後來納入

APEC 的機制裡。這些「名人」在形塑亞太區域的政策、促進貿易和推動經濟合

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是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專家，具有攸關 APEC 目標的

專業技能。2007 年九月的 APEC 部長會議更進一步將其建制化，在 APEC 秘書處

設立了政策支援小組(Policy Support Unit) (APEC, n.d.)。 

在 PECC、APEC 的架構下，學界扮演著穿針引線的角色，將政界與商界結合起

來：一方面企業家們將其所遭遇的問題和困境毫不隱瞞地提出來，另一方面政

府部門則鋪陳他們正在做的與可以為企業做的政策規劃，而學界則從客觀的角

度，提出建言，從事政商之間的媒合工作。6這也正符合區域研究的目的，也就

 
6 無可諱言地，企業往往是第一個對一個地區或國家提出其觀察者。資深媒體人 Nicholas Kristof

早在 1993 年就指出，當大家都還渾然不覺時，企業家們即已對中國的崛起提出他們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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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配合對外關係的考量，描繪出並檢視一個區域的特性。 

IAFFE 於 1990 年美國經濟學會(AEA)在華盛頓特區召開會議後成立，現已發展到

擁有來自九十多個國家的八百多名會員。該學會由學者、社運人士和倡導者組

成的頗具影響力之網絡，自成立以來定義和塑造(被 JEL 認可的)女性主義經濟學

(feminist economics)，並對學術和政策產生了切實的影響。它每隔一年即會在美

國以外地區舉辦年度會議，集合全球各地的學者或社運人士針對不同區域的性

別議題交換其研究與活動經驗，所以在推動區域研究上有著極為重要的貢獻

(iaffe.org)。 

女性主義經濟學，尤其在 IAFFE 的積極推動之下，即特別著重跨學門的研究，

它從不同的學科攫取其理論與實證研究上的精華。IAFFE 的年度研討會通常會在

正式會議前會安排幾天的研習營，廣招年輕學者或社運從事者在不同研究主題

或方法上給予訓練，這對區域研究者是一個很好的典範。女性主義經濟學涉及

並分析性別與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挑戰傳統經濟理論、方法論和政策，以納

入女性主義觀點。它也對全球化的興起做了很多批評與回應：早期女性主義分

析過於狹隘的關注家庭暴力和工作場所等問題，忽視了戰爭、移民和氣候變遷

等全球性更廣泛的性別面向。批評者認為，這些早期研究未能解決與全球化相

關系統性和結構性別不公的問題，導致人們無法完全理解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

範圍內面臨的挑戰(Parekh and Wilcox, 2020)。它透過在世界各地的多所大學裡建

立研究生課程，在整合性別研究和婦女研究等跨學科研究上已相當制度化

(Ferber and Nelson, 2003)。它強調方法論和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重要性，推動經濟

分析所有領域的性別意識理論和分析(Urban and Pürckhauer, 2016)。另外像是雷

根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Regensburg)的跨學科和多尺度區域研究系(Depart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scalar Area Studies)，即應驗了現代區域研究之強調

合作、議題研究和方法的多樣性。該系旨在將現有跨學科專業知識聯繫起來，

以有效應對學術的新發展和需求，創造一個充滿活力和靈活研究的環境

(University of Regenburg, 2022)。跨學科研究在女性主義經濟學中發揮至關重要

的作用，它涉及與性別研究、都市化和教育等領域的合作，透過性別意識的視

角提供對相關經濟問題的全面理解(Orozco Espinel and Gomez Betancourt, 2022)。

該領域的方法論通常涉及質性資料之收集民族誌和敘事結構，以豐富經濟研究

 
(Kristof,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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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擴大研究問題和議題(Patgiri, 2024)。包含女性主義經濟學的跨學科學程的一

些例子如下(Wikipedia, n.d.)：  

1. 美國大學； 

2. 卡爾頓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 

3. 倫敦經濟學院性別研究所； 

4. 羅格斯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系； 

5. 雪梨大學政治經濟學學科； 

6. 多所大學的婦女研究和性別研究，如麻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麻薩諸塞

大學波士頓分校、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新社會研究學院、雷丁大學、羅

斯福大學、猶他大學、約克大學(多倫多)和萊特州立大學。 

 

對外關係則可以做三大分類：區域內(intra-regional)、區域間(inter-regional)和跨

區域(cross-regional)關係(Basedau and Köllner, 2006)。這也是我在從事東南亞研究

教學時，據以設計課程的安排，並嘗試推廣至整個所，不過也當然會遭遇區域

研究在主流學門所碰到的問題：一般學術研究多少都會關係到某個區域或特定

國家，為什麼還需要與區域或國家相關的特定課程或研究呢？這又牽涉到區域

研究與主流學門的差異，而也就涉及區域研究是否需要特定的研究方法。我後

來因緣際會涉入拉丁美洲研究和澳紐研究的教學時，也對這些問題做了一番重

新思考。以下讓我們從兩個層面來探討這些問題。 

區域研究方法所面臨的挑戰 

i. 觀念(Concepts) 

清晰的觀念對任何研究，甚至於區域研究都攸關重要。尤其當我們進行跨區域

的比較研究時，要維持精確的觀念是極為困難的事。依據 Sartori，我們必須

「攀爬抽象的梯階」以拾取所有我們想研究的現象(Sartori, 1991)。我們如果想

研究一個國家，那就必須準備遭遇韋伯所描述之所有國家特質所隱含的困境，

像是權力的獨佔、含括全國土的行政架構，等等(Palonen, 2011)。我們如果要研

究一失敗國家(failed state)，那麼就要仔細釐清差異(或缺陷)所在，我們不能將

其視為一個正常(proper)國家，譬如關於它徵稅的能力。我們將需要採取較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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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較少含括性之國家的觀念。 

Sartori (1991)舉出四種錯誤比較(miscomparing)的觀念，其中最常發生在區域研

究裡的是所謂狹隘主義(parochialism)和錯誤分類(misclassification)。狹隘主義指

的是那些未顧及過去相關研究而逕自建立起來的觀念。尤其是區域研究，並沒

有所謂「區域研究學」，所以一般主流學門經過理論或實證所辯證出來的「若 A

則 B」之結論，常無法適用於區域研究。在區域研究裡，若 A 則未必是 B，可

能是 C，也可能是 D。在同樣的情況裡，不同國家或區域可能彼此相似，也可

能完全不同。而且觀念可能部分重疊，使得相互比較變得極為困難，甚至不可

能，或造成誤導。舉例而言，在大學裡，我國的老師通常要自理所有的技術工

作，譬如擦黑板、播放投影片等等，充其量可能由助教來協助做這些工作，不

過也僅限於少數幾門課。在泰國，我們時常可以在每個教室後面都看到一個

「技工」坐在那裏，專門負責播放投影片的工作，如果沒需要播放的話，她/他

也還是坐在那裡，不會去別的地方。這樣，學校不是要花費一大筆經費嗎？不

然，因為這些專屬「技工」薪資極低，基本上屬於低度就業(under-

employment)，如果沒親眼目睹，是很難相信有這樣工作的存在。又如，我國老

師在大學教書，通常必須先取得教師證，才有資格進入教室登堂授課。而泰國

則有所謂的「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ies)，誰都有可能去教一堂課，有人白天

也許是開計程車，晚上則站在講台上為人師表。 

另外像是所謂高地酋主義(caudillismo)的現象，在很多區域都會存在，譬如拉丁

美洲、非洲和中東等等，它指的是強人政治的出現，並持續一段不短時間的把

持著政權。與其相關的一個重疊觀念是新庇護主義(neopatrimonialism)，或稱為

「蘇丹主義」(sultanism)，雖然說它所涵涉的是遠超過所謂的侍從關係(patrons 

and clients)(Erdmann and Engel, 2006)。這些貼標籤的做法確實有利於我們對某

一區域或國家的探討，不過也可能妨礙到進一步的研究。當我們以同樣的標籤

來描述極為不同的現象時，狹隘主義即會導致錯誤的分類。譬如，我們可能會

將主導政黨(像是日本、瑞典、或南非)與單一體系的政黨(譬如中國、古巴或越

南)同樣標示為一黨政體，這將會造成極嚴重的誤導，因為前者是出於相當競爭

的背景，而後者則根本排除掉任何形式的多黨體系。所以，種類標籤是一個簡

化事物的有效工具，不過也會形成錯誤或不同的觀念，而誤導我們對一個區域

或國家的了解。尤其對一個剛入門的新手來說，這種文化取向的標示以促進對

特定個性的認同，反而不知所措，甚至偏離了前人所留下的軌跡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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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rose, 2019)。 

同樣地在教育領域裡，狹隘主義可能會因種族的因素而導致對作者的錯誤分

類。刻板印象、疏漏和扭曲等都會造成偏見的發生，這些偏見是基於有限的資

訊而造成錯誤的判斷或評斷。譬如基於黑人不讀書的刻板印象，即偏頗地斷言

黑人不可能成為寫書的作者(Tatum, 2017)。 

在法律的領域，如果我們太過倚賴犯罪幫派資料庫之固定分類的話，那麼我們

極可能因狹隘主義而將幫派成員或嫌疑犯做錯誤的分類。因為幫派資料庫包含

了一些並未真正反映現實的個人特性，所以當各個政府官員和機構過度倚賴幫

派資料庫，就會產生讓人疑慮的結果(Richardson, 2022)。因此我們要極端注意

狹隘主義所可能導致的錯誤分類，並儘量減少這種風險的出現。我們可以擴張

觀點和經驗以取得更廣闊的視野，並注意文化偏見對分類決策的影響。 

而且，觀念問題的出現，是因為不同研究區域的國民之間，以及社會、經濟和

政治角色之間所具有的不同之觀念意涵。社會科學裡對若干關鍵觀念像是「民

主」、「社會正義」、「發展」、「全球化」或「安全」的爭論以及解釋，主要是因

為這些觀念所蘊含的規範或影響內涵。我們在酒瓶上做何標示，相信大部分人

都不會反對，可是當我們開始品嘗時，爭論也跟著開始了。在中東或印尼，民

主的概念通常需包含阿拉的意旨，而非只是自由與公平的選舉。社會正義可能

意涵著機會或結果的平等，基本上這兩個是極為不同的，可是傳統的概念卻可

能將對女性的歧視或奴隸的存在視為符合社會公平的現象。就此而言，我們勢

須深究這些差異的存在，可是如果我們不想屈就於文化相對論，又想找出確實

的因果關係，那麼還是需要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我們通常不會反對「族裔中

心」的觀念，可是當我們要進行調查訪談時，我們還是要先知道人們對相關現

象(或標籤)的了解情形，而不是冒然做出因果關係的結論。 

社會心理學家 Don Cohen 和 Alex Gunz 所從事的一個研究裡，他們分別問北美

學生(大部分為加拿大)和亞洲學生(香港、中國、台灣、韓國和若干南亞與東南

亞學生)對以他們為中心的十個特定情況做回想：譬如「感到難為情」。北美學

生較傾向於從他們的起始觀點(由內向外)來看問題，而亞洲學生則較可能從一個

觀察者(第三者)的角度來想像問題(Cohen and Gunz, 2002)。亞洲人和西方人在觀

點上的差異，可歸因於若干因素，包括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整體和分析思

維，以及對自我和他人的觀感等等。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是指人們認為自己獨

立、自足或與周遭其他人相互交往、相互連結的程度，集體主義重視群體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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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一般來說，西方人較傾向個人主義，而印度、日本或中國等亞洲人則較

傾向集體主義。這種社會取向的差異滲透到推理的基本面，使得集體主義者的

思維更加全面，較為關注當前情況的關係和背景，而個人主義者則傾向於關注

單獨的元素，並將情況視為固定且不變的(Robson, 2017)。亞洲人和西方人的整

體和分析思維也不同。西方文化培養個人主義心態，導致個人在處理場景時更

專注於中心物體。相較之下，東方文化強調相互依存，使個人更關注背景和周

遭環境。這種差異可以用攝影來比喻，美國人較喜歡變焦鏡頭，而東亞人則較

喜歡全景鏡頭(New York Times, 2008)。亞洲人對自我和他人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面子的概念在東亞和東南亞文化中非常重要，指的是一個人在與他人互動時努

力維護的個人榮譽感和尊嚴。另一方面，西方人較傾向於關注與環境隔離的物

體和人，而東方人則較關注物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以及做為群體之一部分的人

(Asia Exchange, 2015)。 

ii. 研究策略 

研究策略是區域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法論面向。異質或同質的背景條件，或更

準確的說是策略的選擇和設計產生影響。尤其是，不同背景加劇了社會科學的

關鍵問題，因為在社會科學中，很少存在單一原因。相反地，我們必須處理動

態且複雜的因果機制，我們永遠不完全確知那些變數會影響研究的現象。即使

我們已經建立了一種關係，我們也永遠無法確定其他不受控制或操作不當的變

數會大大改變我們的解釋，或甚至會更好地解釋該現象。 

不同研究策略對解決問題的潛能也不同，隨著研究案例和變數數量的變化，它

們的選擇以及決定研究策略適用性的「現實世界」條件也就不同，而此現實世

界條件對研究策略的選擇也許是最重要的。就此而言，自然科學的實驗可以將

關鍵關係分離，研究者即得以系統性地控制周遭條件並交互替換變數，所以應

該是進行區域研究最理想的研究方法。可惜文化、國家和經濟不能被放到實驗

室裡，所以實驗很難被應用於社會科學(Lijphart, 1975)。不過，有一個接近自然

實驗的研究策略則值得我們去思量，那就是所謂的最相似體系策略(most-similar-

systems strategy) (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 32-34)，它的邏輯來自 John Stuart 

Mill 所發展的差異法。我們之選擇特定案例，是因為所關注的變數有大量相似

之處，同時並存在相當程度的差異性。這些相似處(similarities)可被視為是一種

「其他條件不變」(ceteris paribus)的情況，所以不會造成差異，這樣我們即可確

定這種連結關係是由其他變數引起的。而如果我們能確定觀察到變數之間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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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關係的話，那麼我們即可以此類推而至更廣泛的情況。然而，此最相似體系

策略主要的問題是，在現實世界中找到合適的研究案例並不容易，更別說跨越

不同區域了。而且相關變數越多的話，就越難找到足夠相似而在若干方面有所

不同的案例了。 

所幸，美國研究界於 1990 年代末在這方面終於有了突破，在康乃爾以及哈佛大

學的推動之下，開始進行美國資本主義的探討(Cornell University, n.d.; Harvard 

University, n.d.)。康乃爾的新「資本主義史倡議」(History of Capitalism initiative)

由文理學院(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和產業暨勞工關係學院(ILR School)主導，

結合全校的學者致力於檢視資本主義的性質、其與民主和其他政治形式，以及

對諸如法律、社會移動、不平等和環境等領域的衝擊。該倡議的規畫包括研討

會、工作坊、演講系列、電子資料庫、閱讀小組以及新增的副修學程(Glaser, 

2016)。哈佛的「資本主義研究」學程，始於 2005 年由歷史系和法學院所共同

開設的「當代政治經濟研究工作坊」(The Workshop on the Study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集結各個系所的研究生，以與專精學者們進行有關資本主義

史的對話。同時也舉辦研討會、研究生閱讀小組以及著作的出版(Harvard 

University, n.d.)。其他大學的美國研究系或學程也都紛紛開設美國資本主義方面

的課程，並定期舉辦研習營，邀請經濟、社會及政治等相關社會科學的學者，

分享其研究的經驗與建議。譬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 SNF Agora Institute 歷時

兩周的關於資本主義史的夏令營，即提供歷史學者經濟方法與計量技巧的訓

練，以助於他們在美國資本主義史方面的研究(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24)。 

如果我們要進行對資本主義的探討，傳統上對「控制型的」的比較區域研究有

兩個基本的研究策略：計量分析法(大 N)和較為質性的比較方法(小 N) (譬如見

Lijphart, 1975)。雖然大 N 的研究也能做比較分析，但它在案例的選擇與資料的

使用上是與小 N 極為不同的。量化傾向的學者會將其案例數目極度擴張，並利

用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而小 N 的研究則偏向以較嚴謹的態度來選擇其案例，並

自由運用量化或質性資料。統計分析在敘述與相關上的解釋能力較強，不過因

它傾向將例外情形排除在外，以取得較為顯著的關係，所以它可能因只觸及表

面而顯得粗糙。精確的因果關係確實很難從資料的統計分析來獲得，而且精確

與可靠的資料也經常不易取得，尤其是許多非歐美國家或區域，而若改用替代

變數(proxies)則常使結果的正確性遭受質疑。我在課堂上也曾引介 LISP(語言資

訊服務程式)來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當資料不完全時(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情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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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們可以用 LISP 將資料做出可以不同角度旋轉的圖形，這樣我們即可從

各個面向來觀察(不完全的)資料，而得出較為整體的印象。就此而言，小 N 的

研究可以避免粗描淡寫的弊病，並可對案例做較為深入的分析。如果我們謹慎

選擇案例的話，它們也常能讓我們分離出關鍵的關係。不過問題是，要能找出

符合這種標準的樣本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而如前所述，要探討像是資本主義這樣微妙而複雜的現象，最好的方法應該是

找出異同對比分明的案例，然後進行類實驗的分析。我自己在東南亞研究方面

所講授的課程裡，即從幾個面向設計與資本主義相關的教程：「「經貿關係」、「「政

府與市場」以及「產業與企業」。7以產業與企業這門課來說，我發現產業經濟

學在產業方面有極為深入的探討，而產業社會學[包括 Oliver Williamson 的交易

成本理論(Hennart and Verbeke, 2022)]則對企業組織有精闢的討論，所以我的策

略即倚賴產業經濟學來探究產業，以產業社會學來探究企業。無意之間呼應了

美國研究學界在資本主義方面的積極推動，對東南亞與資本主義相關的議題在

課堂上與學生做深入的對話。後來因緣際會，也涉入了拉丁美洲(研究所)和澳紐

(大學部)研究的教學，8我也把在東南亞資本主義方面的教學策略應用在這些區

域(或國家)上面。 

我主要運用前述的最相似體系策略來進行區域內資本主義相關議題的探討。要

找出一區域內彼此相似的變數是較容易的事，譬如前面提到的泰國之不充分就

業(或所謂非正式經濟)的情形，在東南亞就比比皆是，Jonathan Rigg (2003)對此

有極為深入的討論。因為我們通常也以各國之間若干相似性來界定一個區域，

我們即可以針對區域內若干國家或地區進行最相似體系的研究設計，而前提

是，這些國家或地區之間在我們關注的變數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另一方面，

同屬於一個區域並不必然表示他們在相關情況上的一定相似，而這也正是我們

在界定一個區域時常會碰到的問題。有些共同性對我們的研究主題也許並不是

那麼重要，譬如說共同的語言以及地理上的接近，一旦我們做更為緊密地檢視

時，即可能會發現有許多的相異處。 

 
7 授課大綱請參見 http://mail.tku.edu.tw/113922/Tra100_2.htm、

http://mail.tku.edu.tw/113922/Gov101_1.htm、http://mail.tku.edu.tw/113922/Ind101_1.htm。 

8 相關的授課大綱可見 http://mail.tku.edu.tw/113922/LAEcon101_1.htm 和

http://mail.tku.edu.tw/113922/Aus100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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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個策略可不可以運用於跨區域研究呢？如果考慮相關相似性的話，我

們是可能在不同區域發現近似的體系。這樣的情形也許不多，不過只要我們確

定某特定變項是攸關所欲研究的主題的話，我們還是可嘗試找到有共同特性而

在某關鍵面向又有明顯差異的國家出來。譬如拉丁美洲的巴西與東南亞的印尼

即具有某些區域強權的共同特質，而古巴、越南和中國則同樣是屬於共產國家

的政治體系。這也許不是所謂最相似體系的很好例證，不過至少表示我們還是

可以在不同區域找到這些案例，而這也就足以讓我們做進一步的探討了。 

如前所述，當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在考慮研究所的調整合併時，我即曾建議

將東南亞與拉丁美洲研究所合併，就像有名的 KITLV 之荷蘭皇家東南亞與加勒

比研究所一樣(https://www.kitlv.nl/)。上述兩個區域間的某些共同特質，加上古

巴與緬甸(以及敘利亞、伊朗、北韓與辛巴威等)的被稱為賤民國家(pariah 

states)，都是我們可以深究的對象。而其實，當我們做跨區域的比較研究時，

卻時常專注於彼此差異之處，而非共同之處。不過，如果我們能點出其某些特

定的相似之處，不就更能凸顯彼此的差異嗎？不論如何，這個獨立出因果關係

的策略充其量只能說是第二好(second best)，因為我們並不知道所找出的共同特

性之例證，並假定他們是獨一無二，是否真地是這樣(Geddes, 1990)。 

此外，我們也不可忽視殊途同歸(或稱等值結果)(equifinality)的問題：同一個現

象可以找到許多同樣好的解釋原因，而這些解釋其原理卻彼此不同。譬如我們

通常可將對一產品的接受度以 S 曲線來表示(見圖一)，大多數人則介於中間，同

時新科技的傳播取決於現有使用者的人數潛在競爭優勢，因此使用者太少或太

多都會降低其接受率，兩者都會產生一樣的曲線，這就是殊途同歸(Cavalli-

Sforza and Feldman, 1981)。一黨獨大可能是因為選舉的舞弊、強大的社會基

礎，或對制度組合的偏好。一個國家成為賤民國家可能是刻意造成的，也可能

是天生的。內戰可能是因貪婪而引起，也可能因對現狀的失望所致。經濟成長

可能只是因為天然資源的稟賦，也可能是因為設計良好的經濟政策。所以有需

要對更多與所關注案例相似的對照例證做更多的探討，才能凸顯我們研究對象

與人不同的特質。同時，我們也可能需要做較長歷程的回顧，才能了解為何一

黨獨大的情形會結束，或為何賤民國家的污名會被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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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就此而言，性別研究或種族研究在這方面有很大的進展，尤其在探討性別或種

族歧視方面。譬如以女性主義經濟學(feminist economics)而言，尤其在國際女性

經濟學會(IAFFE)的推動之下，包括對 LGBTQ(同志族群)的深入探討，在研究方法

上有很大的突破。方法學上的挑戰包括如何界定研究族群、集合樣本，以及發

展合適的衡量指標。這些挑戰來自性導向的複雜性、性別的定位，以及家人的

接受度，都不是容易被隨機化，並包含著道德的考量，尤其當涉及未成年者時

(Schrager et al., 2019)。此外，LGBTQ 個人和社區代表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的參

與，對於尊重參與並確保研究的相關性和影響力至關重要(NIH, 2011)。同時，

質性和混合方法在理解 LGBTQ 健康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訪談和焦點小組等質

性方法可以深入了解 LGBTQ 社群中的個人經歷，幫助研究人員確定假設並完善

量化研究。這些方法對於探索待研究領域、了解生活經驗以及對 LGBTQ 社群中

的人類經驗產生新的了解至關重要(Abreu et al., 2022)。 

總之，一般而言，研究策略應該因應區域研究的型態而做彈性調整。我們必須

考慮各種不同的研究策略，而不能只囿限於前述的大 N 與小 N 的策略。譬如，

大 N 的研究亦可使用小 N 的研究方法來進行，像是模糊集合(fuzzy set)、質性比

較分析(QCA)等等(Ragin, 2000; Rihoux, 2009)。在做案例比較時，亦可採取過程追

蹤(process tracing)的做法(Collier, 2011)。對採用量化分析與質性方法之間的爭辯

(譬如 Brady and Collier, 2010; Creswell and Creswell, 2022)，也都值得我們去關

注。 

科技整合攸關區域研究方法 

今天的區域研究主要是在探討歐美以外之社會和國家的特定社會和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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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結構和動態，它們是如何出現，其內部邏輯，以及其理論意涵。該等研

究要達成兩個廣義的目的：第一，產生新知識和新形式的知識，以發抒其內在

和實用價值；第二，針對主要是歐美(以至於台灣)在社會和人文學科上的表述和

一般化趨勢，將其歷史化和情境化，而實際上可說是要去自然化(de-

naturalize)。如果這些目的可以達成的話，那麼區域研究的研究和教學即能凸顯

出「西方」之特定和偶然的歷史、結構、權力形塑，以及選擇性的並通常是理

想化的描述，其分析上的侷限性。而區域研究更大的雄心，則是在提供素材和

思維以幫助重建學科，使它們成為社會和文化分析更具包容性和更有效的工具

(Szanton, 2002)。 

興起於美國的有關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中東和蘇聯的區域研究和教學，正

在挑戰著以歐美為中心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制度和知識霸權。透過產生新

類型的數據、問題和對社會型態、政治動態以及文化建構的認知，像是

Anderson 的「想像社區」(imagined communities)(Anderson, 1983)、Rudolph 夫

婦的「傳統的現代性」(modernity of tradition)(Rudolph and Rudolph, 1968)、

Geertz 的「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Geertz, 1980)、O'Donnell 的「官僚威權主

義」(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O’Donnell, 1973)、Scott 的「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Scott, 1985)、Turner 的「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s)(Turner, 

1974)，區域研究學者經常挑戰公認的智慧和既定理論，並以更敏感、更前後一

貫的表述來取代之。透過創建新的跨學科學術項目，並與立基於不同國家和知

識文化的海外學者密切合作，區域研究學者乃促使美國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

必須超越，乃至重新審視未經嚴格檢證的假設和過於簡單的解釋。由上述有關

PECC/APEC 的運行、美國研究界在資本主義研究上的推廣，以及 IAFFE 在特殊研

究方法上的引介等事例，跨學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這個古老的概念(Moran, 

2006: 73)，乃又被學術界重拾起來以進行各種的科學研究。 

跨學科性的確是有些內在的優點：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方法可以更準確地描繪

所研究的現象。政治學家可能關注國家層面的機構，而社會學家可能想要強調

許多社會面向。社會人類學者在研究微觀層面的文化議題上有很大的貢獻，而

經濟學者則可檢視物質面向，歷史學家可以提供詳盡的歷時視角，等等。從這

個角度來看，任何理論都必須所有觀點的檢驗。而不管有否介面的存在，沒有

任何學科可以聲稱掌握了所有相關的方法。不過，學科之間的合作面臨著許多

障礙，而且真正的跨學科觀點可說是極為稀罕。正如同 Moran 所言，我們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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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個「明顯的悖論，即學科研究一方面非常受歡迎，而另一方面又無法取得

重大進展」(Moran, 2006: 73)。 

部分的原因是，近幾十年來許多學科都有所加強，而若干面臨危機的學科，以

及許多學科裡所出現的不同見解，則促進了跨學科性的發展。也許更重要的

是，許多學科發展了不同的理論和方法傳統，以及不同的關注面向。所以，甚

至很難對共同的研究主題達成一致見解，更不用說是共同的觀念了，這使得如

何研究一種常見現象變得更加困難。跨學科合作經常(但不必然)失敗，因為所有

參與的學者都希望其他學科採納他們的觀點/方法，反之亦然。而果不其然，當

我們嘗試加強跨學科合作，即使在像是政治學、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這些關係

密切的社會科學之間，也可能導致學科間的不連貫性—某種巴比倫式的多學科

對話(Babylonic multidisciplinary conversation)(譬如見 Gatenby, 2008)，並因此強化

了反跨學科的態度，甚至於對「其他」學科的偏見。9 

為了克服這些障礙，需要解決三個挑戰。第一，所有學科和學者都必須具有開

放的心態和自我批判的意識。更準確地說，他們應該意識到對方學科的優點和

自己學科的缺點(總體上或就研究主題而言)。其次，從可行性的角度來說，跨學

科合作應該限制在相對較少的學科範圍內。譬如，對自然資源財富的政治影響

之研究，可以從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結合開始。第三，合作研究的分工必須妥善

組織。只有在所有參與者就明確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並對關鍵概念達成共識

後，才能開始跨學科研究(Basedau and Köllner, 2006: 27)。以下我們舉出幾個可

以被區域研究者善加利用，參酌其研究方法的跨學科之次學門。 

i.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

研究全球背景下政治和經濟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IPE 學程通常融合了經濟學、

政治、商業、歷史和國際研究等不同學科的課程(Fordham University, n.d.;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n.d.; Carthage College, n.d.; College of New Jersey, n.d.)。跨學

科 IPE 學程的主要特點包括： 

1. 政治、經濟和量化分析的培訓以及其他文化的介紹(Fordham University, n.d.; 

 
9 就方法論而言更是如此，譬如許多計量導向的經濟學家就很難接受人類學家所謂「非系統

性」的微觀研究(譬如見 Vermeulen and Alvarez Roldán, 1995)，而後者則經常表現出明顯的反計

量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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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n.d)； 

2. 依據興趣選擇專業學習，包括外語和全球商務(Fordham University, n.d.; 

Carthage College, n.d.)； 

3. 為與全球經濟相關的銀行、企業、政府機構和非營利組織的職業生涯做好準

備(Fordham University, n.d.; Carthage College, n.d.)； 

4. 跨社會科學的學科教學，以培養對世界不斷變化的經濟和政治格局之綜合理

解(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n.d; College of New Jersey, n.d.)。 

IPE 學程旨在培養學生分析全球市場、金融體系和國家政治結溝的複雜動態之技

能與知識(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n.d; Carthage College, n.d.)，畢業生準備在推

動全球舞台重大變化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進展之間建立聯繫(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n.d; College of New Jersey, n.d.)。幾個 IPE 研究的具體例子如下： 

1. Rodrik (1999)對全球化對開發中國家的利弊進行了批判性分析，他研究了不

斷變化的市場條件、談判者信念和國內政治如何影響全球化世界中的貿易談

判和結果。 

2. Strange (1998)對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金融體系的當代政策和學術辯論進行了深

入的回顧，她探討經濟生產之日益跨國化，將如何逐漸損害用於衡量和管理

全球經濟的國際經濟統計之品質。 

3. Gilpin (2001)分析了國際經濟秩序的政治經濟學，以及全球化如何改變它。

他探討在經濟整合日益加深的時代，受貿易、金融、移民和其他因素影響的

國內和國際利益之間的複雜聯繫。 

4. Keohane (1984)研究了國際機構和組織對全球化對世界經濟中國家和其他參

與者帶來的挑戰上之作用，他探討了全球化如何影響民族國家的相對權力和

自治。 

5. Cox (2002)和 Underhill (2000)採用整體性方法來理解全球化時代塑造世界社

會和國際政治經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的相互作用，他們分析了全球化

世界中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密切聯繫。 

東南亞國際政治經濟上近年來的研究主題，包括傳統和新興援助者的發展融

資、國有企業、區域整合、氣候變遷和環境、東協次區域整合的重要性、數位

化和技術進步等(Tahalele et al., 2022; Rüland, 2006; Mieno et al., 2021; 另見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arious issues)。此外，也關注治理議題，探討東南亞

的國際、國內和區域治理，以及該地區基礎研究、研發、科技成果轉化和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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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之間的複雜關係。 

從研究典範來看，IPE 傳統上分為三大範疇：現實主義/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多

元主義、馬克思結構主義。然而，最近的的發展顯示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之

間的結合，導致該領域出現更全面的研究方法。學者們越來越認識到權力與無

政府狀態在分析國際經濟合作中的相關性，從而產生了一種結合兩個學派要素

的後設理論方法(metatheoretical approach)(Gilpin and Gilpin, 1987; Oatley, 2019)。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使用的關鍵研究方法包括： 

1. 個案研究分析。對特定事件政策或機構進行深入研究，以進一步了解政治與

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例如，分析影響 2008 年金融危機的政治因素(Odell, 

2001; Sprinz and Wolinsky, 2002)。 

2. 量化分析。使用統計方法和計量經濟模型來檢驗假設，並認定國際經濟關係

的模型。這可能涉及分析貿易流量、外國直接投資、匯率等資料(Universiteit 

Leiden, 2022; Sprinz and Wolinsky, 2002)。 

3. 正式模型。發展數學模型來分析全球經濟參與者之間的策略互動，例如貿易

談判或貨幣政策協調的博弈模型(Sprinz and Wolinsky, 2002)。 

4. 歷史分析。研究過去的事件和政策如何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的演變，這可以為

理解當前問題提供背景(Oleinov, 2017)。 

5. 比較分析。比較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以確定他們與全球經濟互動的

共同模式和差異(Oleinov, 2017)。 

6. 質性訪談。與政策制定者、商業領袖和其他利害關係人進行訪談，以深入瞭

解他們的動機、策略和觀點(Universiteit Leiden, 2022)。 

研究方法的選擇取決於所研究的特定問題，但大多數 IPE 研究涉及多種方法的

組合，以提供對國際層面政治和經濟之間複雜相互作用的多面向理解(Odell, 

2001; Oleinov, 2017)。 

ii. 經濟人類學 

現在讓我們來看另一個與區域研究密切相關並也趨向於跨學門研究的次學門，

那就是經濟人類學 (economic anthropology)。10經濟人類學在幾個關鍵面向對我

 
10 與其相關的其他次學門有經濟社會學(economic sociology)和社會經濟學(social economics)，分

屬社會學和經濟學，我們這裡就只專注於經濟人類學，為人類學的次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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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全球化的了解有極大貢獻： 

1. 它研究了不斷成長的市場、新技術和不斷擴大的資本，和影響邊緣化人群以

及不同文化中性別之間的財富控制(譬如見 Gudeman, 1998)。透過進行民族

誌研究和跨文化比較，經濟人類學對全球化的不均衡影響提供了深入的創

見。 

2. 經濟人類學家利用社會模型，來展現當地集體和社會結構如何在全球力量面

前塑造人們的生活(Koenig, n.d.)。他們記錄了外部結構的影響、利益分配的

不均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發展計畫的運作。 

3. 該領域透過收集公認模型以外的資訊，來挑戰現行的經濟典範(Gudeman, 

1998)。經濟人類學家將馬克思主義與制度主義等理論應用於實地資料，為

全球經濟進程提供了不同的視野。 

4. 經濟人類學關注社會和文化背景下所有形式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無論是否

貨幣) (Animut, n.d.)。這種整體的方法，使得人們對經濟多樣性以及當地和

全球力量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有了更豐富的了解。 

5. 該領域解決經濟學中的經典問題，例如財富的起源、市場價值和社會不平

等，以及如何面對全球化讓貧窮之開發中國家獲得最好的發展(Animut, 

n.d.)。經濟人類學家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 

經濟人類學與區域研究有關的研究範例包括：Aihwa Ong (1987)之開創性地研究

女性如何融入開發中國家「新自由貿易區」的企業經濟，這激發了全球化對女

性和動力影響地進一步研究；Daromir Rudnyckyj (2010)分析了在喀拉喀托鋼鐵工

廠(Krakatau Steel Company)工作的印尼穆斯林如何利用新自由主義經濟語言創建

有利於全球化的「精神經濟」(spiritual economy)，同時也增強了工人的伊斯蘭

虔誠之心，顯示全球如何與當地文化和宗教架構相互作用；George Williams 

(2010)對英格蘭與蘇格蘭的研究檢視了地方集體和社會結構如何在全球力量前

塑造人們的生活，如前所述，經濟人類學家紀錄了全球化下之外部結構、利益

分配不均和發展計畫的影響。 

經濟人類學的跨領域研究涉及社會學、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等各領域的合作，學

者探索經濟實踐與社會、政治和文化動態的交叉性，有助於全面理解不同社會

中的經濟行為。這種跨學科方法透過融合不同學科的見解並促進對經濟現象的

全面分析，豐富了經濟人類學的研究。經濟人類學跨學科的研究案例除了前述

Ong (1987)和 Rudnyckyj (2010)之外，另外如 Hannah C. Appel (2017)的研究市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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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內各種類型的交換與全球化影響之間的關係，同時亦請見經濟人類學學會

(SEA)所羅列之各大學開設經濟人類學學程對其研究取向的描述(Society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n.d.)。 

經濟人類學的方法論涉及對社會內部經濟系統的深入探索，重點是瞭解人們如

何看待他們的經濟組織和決策過程。經濟人類學家透過分析人們的經濟推理、

財富、勞動力、資本的概念，以及他們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來管理、投資和保

護資源，以研究本土經濟。與傾向於概括性的經濟學家不同，經濟人類學家專

注於社會內經濟活動的特定面向，強調社會、政治和經濟關係中的分配、交換

與消費。經濟人類學領域圍繞著研究經濟體系的最佳方法展開辯論，形式主

義、實質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文化主義等不同理論，塑造了該學科關於現實世

界經濟過程和制度的分析概念和問題(Animut, n.d.)。 

民族誌方法(ethnographic methods)在經濟人類學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透過

質性分析豐富了傳統的量化研究。它涉及參與觀察、訪談和沉浸(immersion)等

方法的整體研究，提高個案研究中收集之資料的品質。民族誌使研究者能夠在

實地考察期間客觀地記錄數據，與關鍵資訊提供者互動，並深入了解社會中的

獨特經驗和實踐。在經濟人類學中民族誌已被有效地應用於調查各種經濟議

題，譬如贊比亞的行動貨幣研究，揭示了經濟交換背後的驅動因素與金融服務

相關的社會規範(Kabala and Seshamani, 2019)。民族誌的應用包括觀察、參與、

訪談和詳細記錄等方法，有助於更深入了解經濟行為和文化實踐。在經濟人類

學中使用民族誌方法的主要優點是： 

1. 民族誌讓研究者深入了解被研究族群的日常生活，為社會內部的經濟體系和

決策過程提供豐富、深入的見地(Kabala and Seshamani, 2019; Animut n.d.; 

Ejimabo, 2015)。 

2. 民族誌採用參與觀察、非結構訪談和藝術性分析等多種方法，來獲得對經濟

活動的整體視角，這種三角立體的資料蒐集增強了研究結果的有效性

(Animut n.d.; Ejimabo, 2015)。 

3. 民族誌的實地考察，為研究者提供了與人們互動和客觀紀錄資料的第一手經

驗，從而增強了他們對經濟問題的理解，這可以為更好的經濟政策提供資訊

(Kabala and Seshamani, 2019; Animut n.d.)。 

4. 民族誌著重本土經濟的特定面向，而非概括面，從而可以對社會關係中的生

產、分配、交換和分配提供更具體的分析(Animut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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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族誌研究的縱向性質，使得追蹤經濟體系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行，這很有利

於了解介入措施或外部因素的影響(Ejimabo, 2015)。 

為什麼我所舉的跨領域學門都與經濟有關呢？這我們可追溯至十六到十八世紀

所興起的重商主義，重商主義的興起與歐洲殖民擴張的增長密切相關。各國政

府尋求掌握足夠的硬貨幣來支持專業陸軍和海軍，從而建立了殖民地並保護國

內的工業。重商主義雖然受到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嚴重的批評，譴

責重商主義是一種「錯誤」的經濟思想和政治實踐體系，但重商主義仍對政治

經濟(political economy)的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其關於國家干預和經濟監管

的概念繼續影響著經濟政策，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尋求經濟快速成長的背景

下。我們在前面已經清楚交待了傳統區域研究的起源，所以當時政治經濟學便

成為探討被殖民區域的主要研究面向。到了十九世紀，因數學模型的興起，經

濟學(economics)乃逐漸取代了政治經濟學這個名詞，譬如見諸 Alfred Marshall

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今天政治經濟學成為政治科學

和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研究經濟體系(例如市場和國民經濟)及其政治系統(例如

法律、機構和政府)的治理。該學科廣泛研究的現象包括勞動市場和金融市場等

體系，以及成長、分配、不平等和貿易等現象，以及制度、法律和政府政策如

何形塑這些現象。現代形式的政治經濟學被認為是一個跨學科領域，並借鑒了

政治學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Britannica Money, 2024)。所以像是政治經濟學這類

的跨學科領域，便成為我們研究一個區域或國家最適當的工具。 

而且，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分際本來就很模糊。譬如當年就因自認所

長與經濟無關而曾拒絕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Herbert Simon，他的研究對許多

學門都有很深遠的影響，包括心理學、經濟學和電腦科學。他的有限理性理

論，挑戰了古典經濟學的完美理性假設。他所開發的決策模型，認識到影響人

們和組織如何做出選擇的心理和組織因素，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人之經濟觀

點形成鮮明對比。他和長期合作者 Allen Newell 因「對人工智慧、人類認知心理

學和串列處理(list processing, LISP)的基本貢獻」而被與電腦科學最高榮譽的圖靈

獎(Turing Award)(Pomerol et al., 2006)。在人工智慧領域裡，若干以其應用神經

科學的半實驗性方法所推展出的研究計畫，都有很發人深省的成果，也是我非

常推薦應用於區域研究者。 

那麼，這些跨學科之區域研究方法，在國內區域研究之教學的成效如何呢？就

我個人的經驗與觀察而言，效果並不彰，這要歸咎於國內的教育體系。我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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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體系沿襲西方高等教育的做法，大學生所修習的學科有將近一半是通

識課程，這始於 1982 年在台灣大學所成立的「通才教育工作小組」。隨後台灣

各大學即相繼推出通識教育課程，而教育部乃於 1984 年發布了《大學通識教育

選修科目實施要點》。可惜的是，國內不管是普通或技職大學教育均過度強調專

業訓練，以至於忽視了通識教育在大學教育的核心功能。近年來隨著社會環境

的變遷和高等教育的擴張，今天大學的教育目標已從菁英教育轉為普及教育，

社會企業取材也從專業和知識導向，變為能力與態度導向。不少調查指出，台

灣大學生普遍缺乏表達能力、企劃能力和團隊溝通能力，且企業晉用人才的考

量因素依序分別是良好的工作態度、穩定度與抗壓性、表達與溝通能力、學習

意願和可塑性、專業知識與技術，和團隊合作能力，而這些因素大都與通識教

育息息相關(勤益科技大學，n.d.)。台灣於 2019 年的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競

爭力總排名為 12，但是學校畢業生(包括中學和大學)的技能組合 (skillset)之排

名則掉到 59，該項目評估剛從學校畢業的勞工之技術符合產業所需的程度，台

灣在最高為 6 評估值裡獲得 4.2，分數為 53.8，低於該項排名第一的瑞士之 81.7

約 28 分。另外在教學中的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 in teachings)亦只排到第 54

名，分數比排名第一的芬蘭低了三十多分(林欽明，2021：186)。 

通識教育沒做好，也使得區域研究的教學難以進展。國內學生普遍還是過於注

重單一學門的訓練，所以在研究所的修課也往往集中於某一特定學門之老師所

開的課，所做的畢業論文也就專注於該一特定學門。這對我們教區域研究的老

師來說，實在是極為沮喪的事，就好像我們研究所是在給予學生學士後特定社

會科學的訓練，只不過專注的區域是東南亞。學生也會反映說，他們的大學同

學常會問他們：「東南亞研究所是在做些甚麼？」這常帶給他們幾分的尷尬，好

像是進到了一個第二流的研究所一樣。如果他們進入研究所是為了取得特定社

會科學的進階訓練，那麼直接考進特定社會科學的研究所，而如果有興趣的

話，再接著從事與東南亞相關的研究，不是更好也更專業嗎？譬如，我曾經花

了好幾年的準備開了一門「東南亞制度與文化」的課，11可惜很難找到願意來

修課的學生，因為他們看不出該門課到底屬於哪個特定學門！其實，該課主要

是以制度經濟學為架構所設計的，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我非常推薦的另一個跨

 
11 我將課程分為四部分：1) 文化的現代化； 2) 文化/權力/知識；3) 發展、文化與人權； 4) 

全球/地區與地域/空間。授課大綱見 https://mail.tku.edu.tw/113922/Ins97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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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領域，只是學生無法了解罷了！12後來好不容易湊足了三個學生把課開成

了，而我和學生們也度過了一個甚為充足、並深刻了解區域研究是何物的學

期，不過卻帶給我區域研究在台灣確實難為的深深感受。淡江大學的其他區域

研究所更不用說了，因為包括日本、歐洲、俄羅斯、拉丁美洲等研究所，主要

招收主修外語的學生，由於他們社會科學的訓練都不夠，所以花了大部分時間

給予學生特定社會科學的訓練，有些老師甚至花了一學期乃至一整年教學生經

濟學。如果這些學生在大學時能好好修習通識課程(譬如像美國的大學一樣)，13

那麼我國的區域研究就較容易進展了。 

說到通識課程，我曾講授一門通識課程「經濟未來」。這是淡江大學的通識核心

課程之一，也就是學生都必須修習經濟未來、社會未來、政治未來、教育未

來、科技未來等未來學的課程之一。該課程的授課經驗也帶給我很大的啟示，

尤其對我在準備並講授區域研究的課程上，有很大的幫助。經濟未來要怎麼

教，我一開始也摸不著頭緒，我也曾參考國際企業系的林志鴻等幾位教授所編

著的《經濟未來學：基礎與應用》一書，不過總覺得抓不到重點。所以我就以

我自己較了解的混沌理論(chaos theory)為基礎，從財務金融方面設計了一個課

程，結果學生一個個紛紛退選。混沌理論被應用於各個領域，包括策略規劃、

領導力和學生事務，它提供了規劃和決策的新視角，強調適應性和靈活性的重

要性。該理論還可用於理解和建構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s)，例如社會技術體

系，這在未來學研究中至關重要(Cutright, 2006)。所以，我所採取的方向應該沒

有問題，不過誠如前述，台灣的學生並不願接受「太難」的通識課程，許多老

師也對我在通識課程指定學生閱讀資料的做法深表不贊同。因此，不論是大學

部或研究所，要講授主流學門以外的課程都是困難重重的。我在後來的經濟未

來課程裡，也就從善如流，以高爾(Al Gore)的《驅動大未來》和托佛勒(Alvin 

Toffler)的《Wealth 3.0: 托佛勒 財富革命》等書為藍本，修課的學生也就多了起

來。 

 
12 新制度經濟學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史學家 Douglass North 所推廣的傳統經濟學次學

門，譬如見 North (1992)。 

13 美國大學的學生通常需在前兩年修畢必需的通識課程，取得副學士學位後，才能開始修習主

修學門課程。所以美國大學教育是典型的跨學門訓練，也是沿襲著傳統的西方大學之精神，這

是我國大學教育應深自檢討的地方。其實，國內大學也不是沒有這樣的自覺，譬如淡江大學就

曾有教授主張大學招收學生不先選系，只進到他們希望的學院，等修完通識課程後再決定主修

的系所；可惜許多系基於本位主義，都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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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那麼強調跨學科的區域研究呢？為什麼不能倚賴單一學門來從事區

域研究呢？首先，區域研究校跨學科和多學科的方法，因為複雜的社會現象無

法透過單一學科的角度來充分理解。正如 Petersson (2015: 39)所述：「只有透過

細緻入微跨學科視角，我們不僅可以理解民族主義的多元性，還可以理解它們

的政治和意識型態之可塑性，以及它們對每個歷史背景的具體政治動態之依

賴。」而且，完全倚賴特定的學科可能會抑制學術進步，並讓年輕的研究人員

望而卻步，因為他們提出的跨學科研究計畫可能不適合流行的學科範式，「學術

邊境警察(border-police)心態」可能不利於區域研究(Petersson, 2025: 38)。同

時，僅靠單一學科研究可能不足以研究需要更全面、更包容之方法的問題，我

們通常會創建神經生物學或地理資訊學等跨學科組合來研究此類問題。區域研

究本身應被視為一門學科，擁有自己有效的方法論，而不僅僅是其他學科方法

的應用(Derichs, 2020: 36)。另一方面，美國區域研究的主導範式明顯是概括性

的，將世界區分為多個區域，這反映了美國的軍事和外交組織。這個實際目的

塑造了區域研究的組織架構，不過並沒有完全解釋其知識方向和潛力(Calhoun, 

2017: 119)。總之，僅依賴單一學科限制了區域研究充分捕捉區域和地方背景複

雜性的能力，並且可能抑制對於推進該領域知識至關重要的創新和跨學科方

法。 

結語 

區域研究是一個跨學門的專業研究領域，透過該領域的進展與發覺，反過來則

對主流學門帶來一定的挑戰與省思。我從 1980 年左右進入美國研究學界以來，

在四十多年的歷程裡，目睹了台灣在區域研究領域的興起與進展，一來頗為慶

幸自己能身臨其境，感受其中的辛酸與奧妙，二來則心有戚戚焉，在感佩許多

後起之秀的優異表現之餘，亦憂心國內在該領域的發展前景，尤其是在研究方

法上所遭遇的困頓。 

在學術體系上，我們一方面目睹淡江大學的國際與區域研究研究系所因少子化

而日趨式微，一方面也看到暨南、文藻、政治大學等專門學系或學程的建立，

還有許多大學所設立的研究中心，當然中研院歐美、民族、台灣史研究所與人

社中心的積極推動也功不可沒。只是，台灣的區域研究還不能說是一個已確立

的(established)學門，因為光有好的研究成果並不算數，還必須有獨特的研究與

教學體制。這就是為何國科會仍未將區域研究列為補助研究計畫的個別學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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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4不過近年來它的積極補助跨學門研究計畫確實是有推動區域研究的功

效，只不過學術邊境警察還是無所不在，區域研究者想要往前跨越的自我期許

還是障礙無窮。15 

區域研究必須有它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是無庸置疑的，而各個人文社會科學學

門裡本來就存在著對主流思想提出批判乃至與其抗衡的跨學科之次學門，這些

次學門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許多是足資區域研究者效法的。本文所舉出的幾個次

學門領域，只要在大學時有好好修習通識課程者，相信都是不難上手的。又如

我國的外交特考，國際經濟學被列為必考科目，許多相關系所(外交、國際政

治、外文等)也都開設國際經濟學的課程以協助有志於外交生涯的學生應付該科

的考試。而其實，外交特考應該考的並不是國際經濟學，而是國際政治經濟

學，而且大部分學校的通識教育都有與該領域相關的課程，譬如淡江大學的通

識核心課程之一就是全球化，這與國際政治經濟則息息相關，學生在準備起來

也不會像國際經濟學那麼讓人頭痛。此外，中研院與若干大學所設立的三民主

義研究所，後來轉型為中山科學以至於國家發展研究所，還有成大的政治經濟

研究所，都是區域(包括台灣)研究很好的孕育場域，可惜都因學門本位作祟，造

成單一學門的各自為政，乃至分家或研究者轉而投效單一學門研究所的情況。

這些都令人感到甚為遺憾！ 

所以，不論是 PECC/APEC、IAFFE 等國際組織，或美國研究學界，都為跨學門的

區域研究指引了一個很好的方向，問題是區域研究的從事者願不願意依循他們

的指引。一個國家之區域研究進展的關鍵，主要不是在於研究，而應該是教

學。如果學生只是把對一個區域(或國家)的探討視為增長地理知識或對主流學門

的熟習，而非對本國外交事務以至於主流學門的反思，那麼開設區域研究的課

程或系所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要達到前者的目的，我們只要把一個區域(或國家)

的有關事務放進主流學科的課程裡就可以了，並不需要另外設立一個專門學

科。 

Said 等人對區域研究的批評誠然情有可原，不過如果我們把區域研究視為對主

流學門產生反思的一個途徑的話，那麼只要秉持適當的觀念，並採取有效的研

 
14 國科會把地理學與區域研究放在一起，當然是不能令人滿意。 

15 我曾經與幾位學術同仁提出過跨領域研究計畫案，結果遭到審查者對我們研究領域與方法的

嚴厲批評而無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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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策略，區域研究還是有其發展的空間。我因緣際會跨入美國研究的領域，並

因而進入亞太、東南亞、拉丁美洲、澳紐等區域(國家)的研究與教學，深覺區域

研究的奧妙與困頓。而這些奧妙與困頓，也正是許多主流學門裡所謂的離群

(outlier)次學門所感受到者，它們所採取的若干研究方法，也正是我所推薦可應

用於區域研究的方法。而且我也相信，只要學習並採用了這些次學門的研究方

法，區域研究所的畢業生是不愁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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